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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是对隋唐殿堂式石椁的形制结构、等级制度和画像配置的讨论，认为隋唐殿堂式石椁是在继承北

朝房形石椁传统基础上的规范化；从画像的配置方式和主题讨论了石椁画像的象征意义，还对石椁中的祥瑞图案

及粉本流传作了初步讨论，认为它们可能是依据太常管理的祥瑞粉本制作的；将墓室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礼仪空间，

讨论了石椁画像与墓室壁画的关系，认为石椁的有无造成了墓室配置方式的差异，二者相对独立而彼此呼应，实现了

对埋葬空间和祭祀空间的营造。

关键词：殿堂式石椁；石椁画像；祥瑞；粉本

隋唐殿堂式石椁及画像研究
李梅田

作为葬具的石椁及画像的研究涉及到丧葬等级秩序、礼
仪空间营造、墓葬美术发展等重要议题，以往的研究多集中
于北朝时期的房形石椁，而对它在隋唐的发展情况疏于关
注。隋唐时期的殿堂式石椁是从北朝房形石椁发展而来，定
型为模拟木构大殿的殿堂式结构，石椁的规模、形制和图
像配置也逐渐规范，成为隋唐丧葬新秩序的表现之一。由于
石椁的使用者身份大多明确，我们已有条件对其反映的等级
秩序、图像配置和粉本流传等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考察。

一、承上启下的隋代殿堂式石棺

西安玉祥门外发现的隋大业四年（607）李静训石棺是
一座面阔三间的九脊歇山顶大殿，长1.92米，宽0.89米，高
1.22米，竖置于一具素面石椁内，面朝东，右立面朝向墓道
口。[1]墓葬位于隋大兴城内长安县休祥里的皇家寺院—万
善尼寺内，埋葬方式颇为特殊，采取的是竖穴土坑墓形制，
墓上还曾建有一座佛塔，据墓志记载，“于坟上构造重阁，遥
追宝塔”，考古发掘时在填实的墓圹上方发现了一座长50米、
宽22米的大型夯土台基，应就是墓上佛塔的基址。这种在竖
穴墓内置石棺椁、地面立佛塔的方式，似有意模拟了佛舍利
的瘗埋方式，[2]可能受到当时全国性的舍利瘗埋活动的影
响。[3]隋代的舍利瘗埋方式已与北朝时期不同，不是直接将
石函埋入塔基内，而是在石函周围以砖、石墙围护，石函模拟
墓志形制，石函内的铜净瓶和七宝等物也有模拟随葬品之
意，舍利瘗埋显然受到中国传统埋葬方式的影响。

李静训墓模拟佛教舍利瘗埋式的埋葬方式是颇为反常
的，当与她的特殊身世有关，她出身于周、隋之际的显赫家
族，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长女，李静训自幼深受杨丽
华宠爱，9岁时随炀帝和外祖母出巡时夭折于汾源宫（今山
西宁武县），之后归葬京城，给与厚葬，賵赙有加。[4]隋代
皇室笃信佛教，李静训的这种佛教式的埋葬应体现了外祖母
杨丽华的意图。

李静训墓虽然以外椁、内棺为葬具，但外椁只是由几
块素面青石板拼成，仅起围护石棺的作用，只有内棺才是墓

室空间的中心，因此制作精致，模拟了木构大殿的结构，在
正立面刻出大门，两侧是直棂窗，门扉上刻有门钉和铺首，
在门框柱和屋柱之间刻有相对而立的侍女，门框、门额、门
槛、直棂窗上都刻有卷草纹、莲花、宝瓶等图案，这些装饰
性图案可能就是当时木构大殿上的装饰图案。石棺的内壁
彩绘象征内室生活的侍女、房屋、花草、树木等。另外，在大
殿的南端（即朝向墓道一侧）也刻有一所大门，门侧刻有男
侍二人，这是不符合现实生活中大殿实际情况的，而是大殿
侧置所致，由于大殿的正门朝向东边，侧面朝向墓道，而墓
道是举行葬礼的地方，因此为了在葬礼中的展示效果，特意
在侧面刻上了一所大门及男侍。

李静训画像石棺显然延续了北朝房形石椁的传统。以房
形石椁为葬具兴起于5世纪中期的北魏平城时期，石椁形制
较为简单，墓主身份也较为普通，流行在内壁彩绘，绘画内
容与当时的墓室壁画相似。到北朝后期，房形石椁的形制变
得较为复杂，从考古发现的大象二年（580）的凉州萨保史
君石椁、[5]开皇年间的胡族后裔虞弘石椁，[6]以及从国外
回流的国博房形石椁[7]等来看，石椁更真实地模拟了木构建
筑，做出了单檐歇山顶的结构和梁柱、斗拱等诸多细节，装
饰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不是彩绘壁画，而是成本更高的浮雕
和线刻，有的还在雕像上施彩和贴金。这几具石椁的主人都
是中亚移民的后裔或有中亚文化背景者，多表现粟特或波斯
人的生活场景和祆教祭祀场景。李静训的石棺与这几具房
形石椁的形制较为相近，具有明显的承续关系，但由于身份
特殊而规模更大、制作更精致。

李静训石棺的内壁装饰采用了一种新的图式，不见了北
朝房形石椁常见的墓主宴饮图和牛车、鞍马出行等场景，而
是彩绘持物忙碌的侍女形象，以花草树木和房屋为背景，这
是对关中本地墓室壁画图式的借鉴。关中自北周以来，墓室
壁画与东方的北齐壁画出现了分野，不是以墓主像为中心来
配置壁画，而是以影作木构的方式描绘宅第内外的生活场
景，不见作为视觉中心的墓主像，反映了关中地区在墓室空
间的营造理念上有一定的特殊性。与李静训墓年代和身份最
相近的是潼关税村隋墓，墓主可能是隋文帝长子杨勇，[8]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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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以墓道北端的庑殿顶楼阁图分为
前后两段，分别象征宅第的外部与内
部，前段的墓道内绘仪仗出行图，后段
的墓室内绘影作木构，在两柱之间绘
持物忙碌的侍女像，完全是一幅世俗
的内宅生活场景。

因此，李静训石棺是在北朝后期
房形石椁的基础上产生的，画像内容
主要延续了关中本地的壁画传统，同
时又成为了唐代殿堂式石椁的前身，其
模拟大殿的形制和内壁画像在初唐和
盛唐时期进一步完善和定型，成为皇
室成员和高级官吏的埋葬殊礼。

二、唐代殿堂式石椁的年代与
使用者身份

入唐后，新的丧葬礼仪规范逐渐
建立，在京畿地区的皇室成员和高级
官吏墓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作为主
要葬具的殿堂式石椁也逐渐规范和定
型，一般做成面阔三间、进深二间的庑
殿顶大殿结构，做出了殿门、梁柱、屋
脊、瓦垅、斗拱、窗棂等结构，在内外
壁雕刻或彩绘画像，与墓道、甬道等处
彩绘的楼阁、仪仗、列戟等一起模拟了
生前宫殿的内外场景。石椁一般竖置
于墓室西侧，正面朝东，实际上起到划
分礼仪空间的作用，石椁所在空间是埋
葬空间，而椁前的东侧是以灵座为中
心的祭祀空间，是下葬时举行墓内祭
祀的场所，一般设有帷帐、祭器、饮食
等陈设。

唐代礼制对石椁的使用是有明确
限制的，“大唐制，诸葬不得以石为棺
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
户牖阑槛，棺内又不得有金宝珠玉”。
[9]这种禁令可能对一些身份特殊、享
有死后殊礼的人并不适用，实际上目前
发现的数十具初唐和盛唐时期的殿堂
式石椁都有精美的雕镂彩绘。[10]这些
殿堂式石椁的年代和使用者身份都较
为明确，为我们讨论唐代的石椁制度
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现将资料发
表较全面的唐代殿堂式石椁列表如下
（表1）。

上 述殿堂式石椁多在8世 纪中期
的安史之乱前，安史之乱后的丧葬模
式有整体简化的趋势，加上贵族的地
位和经济实力都有衰减，作为奢华葬
具的石椁也随之消失。安史之乱前的
这些殿堂式石椁属于埋葬中的特例，
其使用者的身份都较特殊，其中懿德
太子李重润是高宗、武则天之皇太孙、
中宗第四子，永泰公主是中宗之女，
二人因得罪武则天而被杖杀，神龙初
年被追赠，以帝礼改葬，属于“号墓为
陵”的葬制。[2 5]章怀太子 李贤是高
宗、武则天之子，曾继皇太子李弘之后
为太子，后被武后所逼而自杀，但他是
以雍王身份埋葬的，后来被追赠为章
怀太子。睿宗的长子李宪死后被追赠
为让皇帝，陪葬睿宗桥陵，也是号墓为
陵（惠陵）。除了享有“追改”殊礼的
重要皇室子孙外，其他获此殊礼者也
各有原因。淮安靖王李寿是唐高祖李
渊的从父弟，去世后得到唐太宗给与
的许多殊礼，得以陪葬献陵；检校 右
武侯将军郑仁泰曾参加晋阳起兵、玄
武门政 变，是太 宗的重臣，立有赫 赫
战功，陪葬昭陵；左鹰扬大将军契苾明
是高车首领契苾何力的长子，附唐后
一门显贵，死于姑臧任上，归葬咸阳的
先茔；韦浻是中宗韦后之弟，去世后被
追赠为卫尉卿、淮阳王；玄宗惠妃武氏
赠贞顺皇后，葬于敬陵；左骁卫大将军
知内侍事杨思勖是位残忍好杀的宦官，
“屡总兵权”（墓志），参与了玄宗朝的
多次平乱，死后赠虢国公。

驸马都尉薛儆的地位远低于上述
诸人，但出自唐代的河东望族，又是武
则天的甥家、睿宗的女婿，死后葬于今
山西万荣县的家族茔地。与薛儆类似
的还有银川太守武令璋，石椁和墓志
发现于陕西靖边县，本人官职不高，但
出身太原武氏家族，唐初迁至夏州朔
方（今陕北靖边一带），是地方上的显
赫一族，死后葬于统万城附近的家族
茔地。薛儆、武令璋之所以能使用明令
禁止的殿堂式石椁，是因家族势力在
地方上十分强大，又远离京城，可以少
受京城礼制的约束，实际上薛儆下葬

不久就发生了人为损毁逾制设施的事
件，摧毁了石武士、石墓表等，这说明
地方豪族在规范化的礼制框架内也不
能为所欲为。河南伊川昌营唐代石椁的
主人身份不明，从其葬地和埋葬规模
看，可能有与薛儆和武令璋有类似的情
况，也是京城之外的逾制埋葬。同样发
现于靖边县的杨会石椁，墓主杨会仅是
“羽林飞骑”，家族也并无高官，但采
用了与京畿地区贵族石椁相似的高大
石椁，同样是逾制，但石椁的画像内容
和精致程度还是不能与京畿贵族石椁
相提并论。

这些身份悬殊的墓主都使用了殿
堂式石椁，但石椁的大小还是有一定
的等级差异。第一等级的是重要皇室
成员，石椁规模最大，如懿德太子李重
润、永泰公主李仙蕙、章怀太子李贤、
武惠妃（贞顺皇后）、让皇帝李宪等的
石椁面阔皆接近4米；第二等级的是一
般皇室成员和重要大臣，如淮安靖王
李寿、检校右武侯将军郑仁泰、驸马都
尉薛儆、左骁卫大将军知内侍事虢国
公杨思勖等，石椁面阔约在3.2-3.5米
之间；第三等级的是其他大臣和京畿
以外的逾制者，如凉国公契苾明、左羽
林飞骑杨会、志丹银川太守武令璋等，
石椁面阔基本在3米以下。

石椁的等级差异还体现在画像的
配置上，等级较高的石椁在内外壁、立
柱和底板上都刻满了精美的画像，等级
较低的石椁画像则较为简略，有的部
位空白无装饰，等级最低的杨会石椁
内壁采取了成本更低的彩绘方式。此
外，画像中的人物装束也体现出墓主身
份等级的差异，皇室成员石椁中的侍
者形象应是宫中男女侍者的写照，尤
其是那些男装女子形象反映了宫中的
女子男装的时尚。

唐代石椁虽有规模大小、画像繁
简的差异，但石椁的形制结构是相当
一致的，基本是面阔三间、进深二间的
庑殿顶大殿结构，以立柱和石板拼砌
成石椁的四壁，再加上庑殿顶和底板，
制作相当规范，这些石椁可能是依据
固定的样式制作的。唐代的石作归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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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主 年代 形制与尺寸 画像配置与内容 资料出处

淮安靖王李寿 贞观五年（631）
面阔三间、进深一间，
歇山顶。长 3.55、宽 1.85、
高 2.2 米

外壁：以殿门为中心的守御类图像，门前立相对
的朱雀，左右两侧刻有持戟武士、持笏文吏，上
方刻玄武，两侧分别是乘龙、乘凤的仙人。内壁：
刻伎乐、男女侍从、星象。椁底阴刻十二生肖。

陕西省博物馆等（1974）[11]

检校右武侯将军
郑仁泰 麟德元年（664）长 3.2、宽 1.7 米、高

1.65-1.9 米 8 根立柱各刻男侍 1 人。椁座刻瑞兽纹。 陕西省博物馆等（1972）[12]

左鹰扬大将军凉
国公契苾明

万岁通天元年
（696）

庑殿顶。长 2.8、宽 0.99-
1.18、高 2.59 米 9 根立柱上各刻一仕女像。 解峰等（1998）[13]

懿德太子李重润 神龙二年（706）
面阔三间、进深二间，
庑殿顶；长 3.75 米，宽
3 米，高 1.87 米

图像简略，仅在正壁的外壁中央刻殿门，门外刻
头戴凤冠的宫女二人。 陕西省博物馆等（1974）[14]

永泰公主李仙蕙 神龙二年（706）
面阔三间、进深二间，
庑殿顶。长 3.9、宽 2.8、
高 1.4 米

外壁以正壁的殿门为中心，门前立二女侍，左右
壁共 3 幅画像，各刻二位仕女。内壁共 10 幅，
刻持物供奉的女侍像。椁底雕刻壸门及瑞兽图像。
石柱上阴刻花鸟纹。

陕西省文管会等（1964）[15]

章怀太子李贤 神龙二年（706）
面阔三间、进深二间，
庑殿顶。长 4 米、宽 3 米、
高 2 米

图像简略，仅在正壁的外壁刻殿门，门外刻男女
侍者各一人，门楣刻莲花和朱雀；两侧间刻出直
棂窗，窗上下刻飞马、飞狮。立柱刻花草纹。

陕西省博物馆等（1972）[16]

卫尉卿、淮阳王
韦浻 神龙二年（706）面阔三间、进深二间，

庑殿顶
正壁外壁刻殿门、直棂窗、男侍，内壁刻女侍，
皆为持物供奉形象。 陕西省文管会（1959）[17]

驸马都尉薛儆 开元八年（720）
面阔三间、进深二间，
庑殿顶。长 3.44、宽 2.08、
高 1.98 米

正壁的外壁中央刻殿门，两侧间刻直棂窗。外壁
其他壁面和内壁皆为持物供奉的侍女像。10 根立
柱刻花鸟瑞兽。底板刻 12 个壸门，内刻花鸟瑞兽
图案。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000）[18]

左羽林飞骑杨会 开元二十四年
（736）

可能是面阔三间、进深
二间，斜山顶。长 2.5、
宽 1.72 高 1.74 米

外壁的立柱、界框与底座部位刻花草瑞兽；殿门
等处彩绘门吏与侍者。内壁彩绘持物仕女图，每
壁各 3 人，旁有题记“阿兰”“春花”“思力”等。
（此石椁未发表详细形制图及画像内容）

郭延龄（1995）[19]

武惠妃（贞顺皇
后）

开元二十五年
（737）

面阔三间、进深二间，
庑殿顶。长 3.99、宽 2.58、
高 2.45 米

外壁的四壁皆有画像，正壁中央刻紧闭的殿门，
两个次间刻直棂窗，上下刻瑞兽、花草、童子；
其他壁面皆为花草瑞兽。内壁的四壁共 10 幅，每
幅各刻主仆二人，以贵妇和持物侍女为主要组合，
侍女作男装或女装。10 根立柱刻花鸟图。底座刻
28 个壸门，内刻瑞兽。

程旭等（2012）[20]

左骁卫大将军知
内侍事虢国公杨
思勖

开元二十八年
（740）

面阔三间，进深一间，
庑殿顶。长 3.52、宽 2.28、
高 1.94 米

正壁的外壁刻殿门和直棂窗，窗旁刻蹲狮、花鸟，
立柱上刻瑞兽，其他壁面无纹。内壁正壁男侍像，
其他壁面无纹。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1980）[21]

让皇帝李宪 天宝元年（742）
面阔三间、进深二间，
庑殿顶。长 3.96、宽 2.35、
高 2.25 米

外壁的正壁中央明间刻殿门及宫人，两个侧间刻
直棂窗，右侧壁刻 2 幅持物侍女像。内壁共 10 幅，
正壁中央刻主仆二人，两侧刻男装仕女，西壁（内
壁）刻持物侍女 3 幅，左右侧壁各 4 幅，刻持物
供奉的侍女像。10 根立柱刻花草、神禽、瑞兽。
底座刻出 16 个壸门，每个壸门内刻一个瑞兽。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5）[22]

伊川昌营唐代石
椁 开元年间

面阔三间、进深二间，
庑殿顶。长 3.14、宽 1.66、
高 1.62 米

只有东壁和南壁的壁板、石柱和底板的外壁有画
像。正壁（东壁）殿门上部为五人组伎乐，左右
两侧为门吏，左侧间为主仆二人，侍仆女子男装，
右侧间贵妇奕棋；南壁刻一主二仆。立柱上刻花草。
底板刻 12 个壸门，每个壸门内刻瑞兽。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2016）[23]

志丹银川太守武
令璋

天宝十三载
（754）

面阔三间、进深二间，
庑殿顶。长 2.7、宽 1.85、
残高 1.63 米

外壁正壁的中央刻直棂窗，侧间各刻 2 侍者，其
他三壁壁面无画像。内壁 3 个壁面均刻伎乐、舞
蹈图。10 根立柱刻持物侍女、花鸟纹。底座刻花草。

王勇刚（2010）[24]

表 1  唐代殿堂式石椁及画像配置

官署负责，“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丞为之贰。凡石作
之类，有石磬、石人、石兽、石柱、碑碣、碾磴，出有方土，用
有物宜。凡砖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准。凡丧
葬则供其明器之属，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
品已上四十事”。此条在“明器之属”下注“别敕葬者供，余
并私备”，[26]上述石椁的主人很多都是享有“别敕葬”这种
殊礼的，他们的明器除了甄官署供给之外，应还可以自行增
加，[27]也就是说，在唐代严格的丧葬礼制之下，一些身份特
殊的人士在丧葬礼仪上是享有一定的自主权的。不过甄官署

负责的石作中并没有言及石棺椁，皇室成员和大臣使用的石
椁可能并不是由官府配给的，而是丧葬自备的。石椁是藏于
地下的葬具，毕竟不同于墓地的石人、石兽、石柱之类那样
具有醒目的等级标识性，私自制作未必会被追究，尤其远离
京畿的地方显赫之士可能更少受制度的约束。

三、唐代殿堂式石椁的画像配置

唐代石椁的画像配置也较为规范，由于石椁是竖置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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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墓室的西侧，正壁朝东，东部是设
置灵座的祭祀空间，因此正壁（东壁）
是石椁的画像重点部位，一般模仿真
实大 殿刻出大门和直棂窗，门口立有
侍者，北壁和西壁因靠近墓圹，是礼仪
中视线不可及之处，大多没有画像；南
壁朝向墓道口，而墓道也是重要的礼
仪活动场所，也是重点装饰的部位，多
刻有持物供奉的侍女像。内壁的四个
壁面都刻有画像，以立柱分为10个单
幅，东、西壁各3幅，南、北壁各2幅，构
成类似于屏风的构图，各幅刻有持物
供奉的侍者，有的是主仆二人，有的是
持物供奉的侍女一人，以花草、树木和
假山为背景，象征内宅场景。立柱的内
外壁也有画像，一般刻花草、神禽瑞兽
等象征祥瑞的图案。椁底板一般刻出
连续的壸门，每个壸门内刻神禽瑞兽。
这种图像配置方式从初唐到盛唐有一
些变化，下面以画像较完整的贞观五年
（631）李寿石椁、神龙二年（706）永
泰公主石椁、开元二十五年（737）武惠
妃石椁、天宝元年（742）李宪石椁为
例，观察一百多年间画像配置的变化。

贞观五年（631）淮安靖王李寿的
石椁置于墓室西侧，形制与隋李静训
石棺相似，是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的歇
山顶结构，其内还放置有一具木棺。石
椁的内外壁都刻有画像，外壁的正立
面浅浮雕并彩绘贴金，是以殿门为中
心的守御类图像，大门紧闭，门前立有
两只相对的朱雀，左右两侧刻有持戟
武士和持笏文吏，门的上方刻玄武，
两侧是 乘龙、乘凤的仙人（图1）。椁
底阴刻十二生肖。内壁阴刻乐舞、男女
侍从、星象，其中乐舞图像十分引人注
目，孙机先生对画像中的乐器、乐舞来
源作了溯源，认为有大量来自于西域的
因素。[28]这具石椁的正面画像模拟
生前的殿门，但墓门处所刻的朱雀、玄
武和升仙图又隐喻着它不是真实的殿
门，而是象征着生死分界之门，从此门
进入椁内，就进入了死者的来世场景，
内壁的乐舞、侍从等画像是内宅生活
场景象征死者的来世，这种画像配置
还明显保留着北朝石椁和壁画的叙事

形象也十分接近，可能是采用同类粉本
制作的。[29]

开元二十五年（737）武惠妃（贞
顺皇后）的敬陵在2004-2005年间多
次被盗掘，石椁和5幅壁画被走私至美
国，2012年被中国政府追回，是近年
重要回流文物之一。石椁原置于墓室
西部，是庑殿顶式殿堂结构，门窗、屋
檐等部位还有彩绘。外壁的正壁中央
刻殿门，两个次间刻直棂窗，上下刻瑞
兽、花草、童子，其他壁面皆为花草、
瑞兽。内壁四壁共10幅，每幅各刻主仆
二人，以贵妇和持物侍女为主要组合，
侍女作男装或女装。10根立柱刻花鸟
图。底座刻28个壸门，内刻瑞兽。这是
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画像最精致的殿
堂式石椁之一（图3）。[30]

天宝元年（742）的李宪石椁与武
惠妃石椁年代相近、大小规模也接近，
画像内容完整，代表了唐代最高等级
石椁的画像配置方式。外壁的正壁中
央明间刻殿门及宫人，两个侧间刻直
棂窗，右侧壁（南壁）刻2幅持物侍女
像，皆男装侍女，左侧壁（北壁）和内
壁（西壁）因靠近北墓圹而无画像。内
壁四面皆刻画像，共10幅，正壁中央刻
主仆二人，两侧刻男装仕女；内壁刻单
幅持物侍女3幅；左右侧壁各4幅，皆为
单幅持物供奉的侍女像。10根立柱上

模式。
神 龙 二年（70 6）的 永泰 公主 墓

采取了当时等级最高的前后室砖墓形
制，石椁竖置于主墓室西侧，由34块石
板砌成，底部面阔3.9米，进深2.8米，
内置一具木棺。石椁由10根石柱与壁
板、顶板和底板拼合而成，构成面阔三
间、进深 二间的大 殿式结 构，正面朝
东。石椁内外壁均有阴刻画像，由石柱
分隔成单幅画像。由于西壁靠近墓圹，
其外壁没有画像，正壁（东壁）的中央
刻殿门，门两侧立二位女侍，左右侧壁
共3幅画像（左壁的西间无画像），每
幅各刻二位仕女，应是主仆二人，其中
南壁西间刻的是男装女子。女子男装
是唐前期画像、陶俑中常见的现象，一
般装扮是头戴软脚幞头，内穿圆领衫，
外套翻领长衫，腰系蹀躞带，这是当时
流行的胡服，穿胡服的人不全是胡人，
也有文官装束的唐人，说明胡服已是
当时的一种时尚，经过一些改造后甚
至成为了女装时尚，很多宫中女侍都着
这种男装。石椁内壁的每个壁面都有
画像，共10幅，其中东壁明间刻2位仕
女像，两个侧间刻持瓶和持奁的女侍，
其他三面的画像皆为持物供奉的侍女
形象，所有人物像皆以花草、树木为背
景。另外，石柱上布满了阴刻的花草、
飞鸟图案，椁底雕刻壸门及瑞兽图像
（图2）。

这座石椁上的画像与唐初李寿石
椁已有明显不同，没有了升仙的内容，
完全是一幅世俗的宫廷生活场景，这
也是当时墓室壁画的配置方式。同样
陪葬乾陵的懿德太子和章怀太子墓中
也有类似的石椁，但石椁画像十分简
略，懿 德太子石椁仅在正壁的殿门旁
刻头戴凤冠的宫女二人，章怀太子石
椁在殿门旁刻男女侍者各一人，门的两
侧刻出直棂窗，窗的上下刻飞马、飞狮。
值得注意的是，山西万荣县开元八年
（720）的薛儆墓石椁的形制、大小和
画像内容与永泰公主石椁十分相似，也
是由34块石板砌成的面阔三间、进深
二间的庑殿式大殿结构，椁底、石柱和
壁板内外的画像内容、布局方式和人物

图 1  唐李寿石椁正立面画像（采自《文物》
1996 年第 5 期孙机先生论文，第 34 页）

图 2  永泰公主石椁画像配置（据《 文物》
1964 年第 1 期第 13 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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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花草、神禽、瑞兽。底座刻出16个壸
门，每个壸门内刻一个瑞兽（图4）。

上述几具皇室成员石椁的年代延
续了一百余年，画像配置有一个由简到
繁，并逐渐摆脱北朝石椁传统而形成
唐代图式的过程。贞观年间的李寿石
椁还较为简略，仅在正立面和内壁刻
像，还保留了北朝石葬具的画像配置，
延续了旧式的升仙模式，椁底阴刻的
十二生肖图像也是北齐墓葬常见的形
象，这种图像配置还具有生死转化的
象征意义，殿门象征着生死之门，石椁
的内外壁分别象征着来世和现世。至
神龙年间的永泰公主石椁，则基本摆脱
了北朝石葬具的影响，形成了唐代画像
配置模式，没有了升仙的内容，完全是
一幅世俗的宫廷生活场景。这种图式
到开元、天宝年间进一步规范，有更浓
厚的模拟宫廷生活场景的意味，武惠
妃、李宪的石椁画像代表了唐代石椁的
画像模式，这个时期的其他身份悬殊
的墓主都采取了相似的图像配置，图
像表现手法、人物造型也较为接近，这
反映了京畿地区的画像粉本向下、向外
流布的现象。

开元二十四年（736）的杨会石椁
是目前所知墓主身份最低的殿堂式石
椁，形 制、大小与京畿地区贵族石椁
相近，但画像要简略得多，外壁既有线
刻，也有彩绘，立柱和底座上的花草、
瑞兽纹以及前壁的门窗和侧壁的侍女
像都是线刻，而殿门旁的门吏像及附
属的花草、瑞兽图案是 彩绘。内壁则
全是彩绘的持物侍女图，是在石板上
先涂一层白灰面再作彩绘，每块石板
上绘一人，共10人，其中一人为男装侍
女，其他侍女旁有“阿兰”“春花”“思
力”“金花”“□女”“襇（？）綦”等题
记，标明了侍者的名字（图5）。[31]这
种图像配置方式显然也是对京畿地区
贵族石椁线 刻画像的模仿，甚至可能
采取了同样的画作粉本，但以制作更简
便的彩绘方式，这未必是由于礼制方
面的限制，更可能是墓主的经济实力
所致。

殿堂式石椁画像除了反映宫廷生

活内的主题图像之外，还在边缘部分
（棺盖的边缘和石椁的立柱、底座、
门窗等部位）刻有多种 神禽、瑞兽和
花草，除了传统的四神、十二生肖、龙、
凤等题材外，还出现了很多新的瑞兽
和花草组合。以让皇帝李宪石椁为例，
在10根立柱上刻有16幅画像，有狮、
像、鸿雁、鸳鸯、鹦鹉、羊、鱼、翼马等
瑞兽，有莲 花、忍冬、石榴、团花、牡
丹等花草；底座的16个壸门内刻虎、
龟、翼兽、狮等瑞兽，很多禽兽并不是
真实存在的动物，而是想象中的神禽
异兽，很 难辨识其 名。这些神禽异兽
可能是当时府邸建筑上的装饰图案，
具有吉祥的寓意，可以统称为瑞兽或
祥瑞。中国古代有天人感应的信仰，相
信自然界的一些特殊事物或现象会对
统治秩序、国家乃至个人命运产生影
响，有的是吉兆，有的是凶兆，而作为
吉兆的祥瑞自然更受重视，充斥于古
人的生活中，大 到建 筑物，小到服 饰
和生活用具上，流行以祥瑞为饰。上述
葬具上的唐代祥瑞种类繁多，而且相
当程式化，这大概与唐代极受重视的
祥瑞制度有关。

孟宪实讨论过唐代祥瑞的发现、
上报、确认、表贺、养护制度，并讨论
了祥瑞与政 治、历史书写的关 系，他
的 研 究 有助 于 我们 理 解 隋唐 葬 具 上
的祥瑞装饰。[32]唐朝将祥瑞分为四
等：大瑞64种、上瑞38种、中瑞32种、
下 瑞14 种。胡三省 注 唐《仪制令》：
“凡景星、庆云为大瑞，其 名物六十
有四；白狼、赤兔为上瑞，其名物三十
有八；苍鸟、朱雁为中瑞，其名物三十
有二；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其
名物十四”。[3 3]列入祥瑞的物品主
要是动物、植物、器物，也有一些特殊
的自然现象，如“河水清”“江河水五
色”“海水 不扬波”“山称万岁”“草
木长 生”等。唐代的祥瑞是 对汉代以
来的祥瑞的整合和制度化，但加入了
一些中西文化交流扩展后出现的新的
因素，如来自中西亚的一些瑞兽图案。
唐 朝发现祥瑞后要呈 报、表 贺，交由
太常保管，以供未来朝贺和告庙之用，

但其中很多事物（如木连理 之类）是
无法以实物呈报的，大多数想象中的
动物（如神龙、六足兽、天鹿等）和奇
异现象都是不可能有实物的，只好以
图画方式呈报，藏于太常下属的天府
院，上引《仪制令》规定：“其鸟兽之
类，有生获者，放之山野，余送太常。
若不可获，及木连理之类，有生即具图
书以 进”。天 府院 保存的这类祥瑞图
画应是不少的，在朝贺和告庙等礼仪
活 动中，应是以图画示众 。这 些被官
方认可的祥瑞图画自然是备受社会欢
迎的，可能有粉本流行于世，唐代石葬
具上的神禽瑞兽和花草图案可能就是
依据太常管理的祥瑞粉本制作的。

四、唐代石椁画像与墓室壁画
的关系

唐代墓葬中使用殿堂式石椁的毕

图 3  武惠妃（贞顺皇后）石椁（《回归之路—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
第 166-168 页）

图 4  李宪石椁画像配置（据《唐李宪墓发掘
报告》第 17、172 页制）

图 5  靖边县杨会石椁内壁彩绘人物（赵世
斌、王笑天、张文保供图）
（可见题记：2. 襇（？）綦；3. □女；4. 思
力；5. 春花；6. 阿兰；8. 金花；9.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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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少数特例，而墓室壁画却极为普
遍，那么这两种形式的画像有何区别
和联系呢？由于石椁往往占据墓室内
的较大空间，影响到了墓室的空间陈
设和画像配置，墓葬中有无石椁，画像
的配置方式是有明显区别的，我们可
以分为两种情况来讨论。

1.有石椁的墓。由于石椁 较 为高
大，加上庑殿顶，高度一般超过2米，
会 遮 挡 墓 室西 壁 的 大部 分 壁 面 和 北
壁、南壁的一半壁面，因此壁画主要绘
在石椁对面的墓室东壁。由于石椁的
存在，墓室的画像系统就被分为两个
明确的礼仪空间—石椁所在的埋葬
空间和石椁对面的祭祀空间，这两个空
间的画像配置内容不同而彼此呼应。
神龙二年（706）的懿德、永泰、章怀三
墓以及天宝元年（742）的让皇帝李宪
墓都是这种图像配置。以懿德太子墓
的画像为例，懿德太子的壁画是唐代
典型的前后分段的模式，从象征意义
上分为城外、宫前、宫内三部分：前段
的墓道部分象征仪仗出城的状态，过
洞和天井部分的画像象征着城内、宫前
的场景，长甬道和前后墓室象征宫内生
活场景。这样从墓道到墓室，就构成了
一个层层递进、由外而内的画像体系，
最私密的寝宫以殿堂式石椁来代表，
置于主室（后室）的西侧，门外刻头戴
凤冠的宫女二人，石椁的东西两壁是彩
绘，绘伎乐和宫女形象，一共9人，或持
果盘，或执乐器。永泰公主的石椁画像
更完备一些，石椁的内壁也刻有画像，
由柱子分隔而成10幅屏风式的画像，

者相对独立而彼此呼应；没有石椁的
墓室，壁画绘于四壁，以影作木柱分隔
画幅，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没有明确
区分埋葬空间与祭祀空间。

墓室是一个由墓葬建筑、葬具和
器物构成的整体性礼仪空间，我们对
葬具画像的讨论也不能脱离这种整体
性，葬具画像与墓室壁画是紧密联系、
互为补充的，共同实现了对丧葬礼仪空
间的营造。殿堂式石椁到中唐以后就
逐渐消失了，而以影作木柱分隔画幅的
做法一直流行，后来逐渐发展为屏风
式构图。

综上所述，隋唐墓室中的殿堂式
石椁由 北 朝 时 期 的房 形 石椁发 展 而
来，隋李静训画像石棺起到了承上启下
的作用，形制结构和画像配置到初唐
和盛唐时基本定型，成为彰显墓主身
份的特殊葬具，使用者的身份主要是
京畿地区的重要皇室成员和大臣，也
有京畿以外身份普通者逾制使用的现
象。唐代殿堂式石椁的画像主题、表现
手法和人物造型都较为规范，表现了贵
族的内室生活场景；位于次要部位的
装饰性图案以祥瑞图像为主，反映了唐
代的祥瑞制度，可能是依据太常管理
的祥瑞粉本制作的。殿堂式石椁与壁
画共同构成了唐代墓室的画像系统，二
者相对独立而彼此呼应，实现了对埋
葬空间和祭祀空间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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